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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和米列娜其实是同学, 我们都曾先后师事中国当代著名的

戏曲小说研究专家吴晓铃教授。只是我几经坎坷, 往往不得不放

弃学业, 而米列娜却始终如一, 锲而不舍。70 年代末, 她关于

《浮生六记》和鲁迅作品的研究深深地吸引了我。她所采用的方法、

选取的角度, 以及她正在开辟的一些新的研究层面都激发了我的

很大兴趣。1980 年我翻译了她的新作《论鲁迅的〈药〉》。这篇文

章是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鲁迅小说的一个很好范例, 在《国外鲁

迅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发表后, 引起了很多现代文学

研究者的关注, 而我对当代西方文学分析方法的兴趣也就一发而

不可收。

1981 年, 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 米列娜热心邀请我暑假去

参加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符号学研究班。这个研究班建立于 1973

年, 每年一次, 每次 4- 6星期。许多著名学者如艾柯 ( U mberto

Eco) , 格雷玛斯 ( A.J.Greimas) 等都参加过研究班的讨论。在那

次研究班上, 米列娜用符号学分析了中国电影《闪闪的红星》给

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决心从事“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

纪中国小说”的研究, 回想起来最早就是受到米列娜的启发。

《从传统到现代——19至 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一书

虽不是米列娜的专著, 但处处闪烁着她的智慧, 体现着她的多层

面的分析方法。米列娜编写这本书的用意, 如她自己所说, 是在

“寻求中国现代文学的根”,“以便五四运动不被人误解为一个与中

国的过去断然分隔的文学事件”。我想她的书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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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前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日渐多起来, 而米列娜不能不说是最

早的开路先锋之一。在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世纪转折”之时来

读米列娜关于上一个“世纪转折”时期的小说研究, 确实别有一

番滋味。我很高兴由于北京大学出版社, 特别是张文定同志的帮

助, 这本书终于能在这“世纪转折”之时和广大中国读者见面。

米列娜属于那种永不满足现状, 不断开拓进取的学者。正当

她的第一本中文译本即将出版之际, 她的另一部与前一部全然不

同的新作又寄到了北京。这就是多伦多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的

《诗学——东方与西方》。这部书第一部分是关于印度、中国、日

本诗学与西方诗学的理论探讨; 第二部分讨论东方和西方诗学创

造与感知的模式; 第三部分研究中国叙述学源流; 第四部分谈

“交叉的符码”。其中第三部分是米列娜近年来率领她的学生共同

完成的科学成果。特别是米列娜自己写的“十七世纪的中国叙述

学理论: 系统和概念的重构”一章更是她本人近年来深入研究金

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的叙述理论的结晶。

希望米列娜的第二本新作也能很快与中国读者见面, 更希望

这本书和前一本书一样幸运,能有像伍晓明同志那样高明的译手。

乐黛云

于北大中关园

1991年 6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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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译 本 自 序

欣闻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发行 T he Chinese N ovel a t the

T urn of the Century 一书, 无限的感慨与温馨的回忆涌上心头。回

忆将我带回到 1958- 1959 年。那时我第一次踏上华夏大地, 来到

北京的文学研究所学习,我的导师是郑振铎先生和吴晓铃先生。那

一年于我的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正是

在那一年, 我开始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 这一理解不仅源自书本

知识, 还来自我对中国人的生活的感同身受, 我开始意识到中国

人和西方人治学之道与生活方式的不同之处。

或许正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差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北京的求学生活结束二十余年以后, 我蓦地领悟到, 中国文学

可以用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来研究, 亦可以用当代西方的学术手

段来探索。晚清小说作为这样的研究课题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这是因为在七十年代, 西方很少有人问津晚清小说; 加之, 我深

信寻求中国现代文学之根, 意义深远。五四新文化运动常常被人

误解为一个与中国的过去断然分隔的文学事件, 因而成为一个困

扰人的文学难题。此外, 晚清又是中西接触交往中的关键的历史

时期, 虽然它又是一个痛苦的时期, 我感到从一个异于中国人的,

新的角度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晚清小说是一个适宜的题目。

至于我成功还是失败了,现在是中国读者做出判断的时候了。

我深知, 有些读者会和我的见解相左, 书中亦不免有欠缺和谬误;

但是, 学术领域的进步源于我们前辈的积极的贡献, 同样也受益

于他们失误的前车之鉴, 那么, 不论这部晚清小说的研究专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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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代中国读者的首肯还是受到他们的批评, 两种反应于我都是

重要的。难道拨动今日中国读者的心弦, 引起他们思索, 不正是

对当年在中国求学时给予我广博知识的师友的更好的回报吗?!

米列娜

199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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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米列娜

  1897年至 1910年间的中国晚清小说, 传统上称为“谴责小

说”。这个专称是鲁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赋予这一时期小说

的。鲁迅认为, 谴责小说是一批性质极其相似的文学作品, 其共

同的倾向是:“揭发伏藏, 显其弊恶, 而于时政, 严加纠弹, 或更

扩充, 并及风俗。”①

鲁迅的权威及其著作的开创性——第一部中国小说史——所

产生的影响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对于晚清小说特点的描述成为流

行看法; 尽管已有许多学术著作极大地丰富了鲁迅简略的、并非

总是准确的观察。然而, 只有以对这个时期作品的详尽考查为基

础, 采用各种新方法进行研究, 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晚清小说。本

书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对于晚清小说更为广阔的理解。它的结论指

出: 晚清小说可以被视为五四时代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 因为晚

清小说展现的各种性质, 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才得到人们的充分

认识。

如果将晚清小说视为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阶段,

那么, 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由 1919 年五四运动引起的剧变而造成

的学术观点, 就令人怀疑了。在我们的研究之前, 已经有许多研

究成果表明, 人们意识到了晚清文学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将其作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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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现象加以研究的必要性。①这使我们受到启发和鼓舞。我们在

此特别感谢捷克的亚洲文学研究专家们, 他们在 1965到 1970 年

之间撰写的三卷著作概述了产生亚洲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② 苏

联汉学家谢曼诺夫 ( V.L.Semanov) 也把晚清小说纳入一个更为

广阔的前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发展的框架。他概述了晚清小说与

以前的中国文学的联系与中断之处, 并且论证了晚清小说对于鲁

迅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之发展的重要性。③然而, 上述研究的着

眼点在于一般文学和比较文学方面, 这就使它们无法充分详细地

描述晚清小说, 谢曼诺夫论述了当时两位杰出作家李宝嘉与吴沃

尧, 捷克学者的贡献则限于系统阐述一般趋势, 却未分析具体的

晚清小说。

在这个参考框架中, 晚清小说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全亚洲发

生的普遍演化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演化过程是一个关键性

的文化变革过程。我们的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 只有对晚清小说

进行深入的研究, 才能揭示出它对于这一过程的贡献。然而, 由

于晚清小说数量巨大, 难以穷尽, 我们的分析只能基于有限的一

些作品。

由于我们既要注意作家的文学才华, 也要注意某些特定作品

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因而所选作品中有一些是公认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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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瓦尔迪米尔· I. 谢曼诺夫《中国小说的演进》(莫斯科 , 1970) 及《鲁迅和他

的前驱》 (莫斯科 , 1967)。

奥德里奇·卡拉尔 ( Oldrich K ral ) 等 : 《亚洲现代文学兴起与发展研究论文

集》第三卷 (布拉格 , 1965- 1970)。

西里尔·白之 ( C yr il Birch ) : 《中国小说的变化与连续性》, 默尔·戈德曼

( M erle Goldman) 编《“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 (麻省 , 坎布里奇 , 1977) , 第

385- 404 页 ; 陈子展 :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上海 , 1929) ; 陈炳� : 《最近三十年

中国文学史》第三版 (上海 , 1931) ; 亨利·冯·伯文 ( Henr i van Boven ) :《中国现代

文学史》 (北京 , 1946) ; 复旦大学《中国近代文学史稿》 (北京 , 1960) ; 雅罗斯拉夫

·普实克 ( Javos iav P ru�s�ek) :《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中叙事者之作用的变化》; 霍尔慕

特·马丁《H elmut M avt in ) : ( 1897- 1917年中国文学的一个过渡概念 ; 梁启超论诗歌

改革、历史剧和政治小说》。



它们包括李宝嘉 ( 1867- 1906) 的《官场现形记》, 刘鹗 ( 1857-

1909) 的《老残游记》, 吴沃尧 ( 1866- 1910) 的《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 以及曾朴 ( 1872- 1935) 的《孽海花》; 另一些是不太

著名的作品, 如李宝嘉的《文明小史》, 吴沃尧的《恨海》和《九

命奇冤》; 还有几乎完全湮没的作品, 如张春帆 (卒于 1935年) 的

《九尾龟》。

既然这些供分析之用的小说选自经过仔细考查的大量作品之

中,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 这些小说中可以发现的特征, 虽然并非

详尽无遗, 但已能够代表整个时期。

人们常常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解释为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

学的激烈而短暂的过程, 五四运动明显的反偶像崇拜的性质, 则

似乎是这种解释的主要理由之一。然而, 这种解释未免有些简单

化, 因为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学中那些虽然不太明显, 但却非常重

要的演化过程。这些过程在达到极盛时期之前很早就已开始, 到

现代则变得十分显著。在这些过程中, 高级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

的相互影响表现得十分突出, 这和相互影响是为中国文学史赋予

新生命的张力, 但是这种相互影响还没有被作为形成中国现代文

学的重要因素而加以充分认识。

然而,忽视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之间的相互介入和相互影响,

就可能造成像正统的儒家美学所倡导的那种对待中国文学的非历

史的态度。许多世纪以来, 这种严格的规范美学固执地坚持着两

种相互排斥的中国文学观念。一方面, 存在着一些文学作品, 它

们符合这种美学的标准理想并受限于双重功能: 传播儒家圣贤的

伦理原则与经世济民, 这是姚鼐在十八世纪总结出来的; 另一方

面, 存在着以文言或方言写作的小说和戏剧, 它们被认为没有任

何教化价值的纯粹消遣, 因而受到儒家文学观念的排斥。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中间, 姚鼐 ( 1731- 1815)、曾国藩 ( 1811

- 1872) 和林纾 ( 1852- 1924) 等著名桐城派代表人物再次强调

了这一儒家正统观念。但是, 他们的理论显然与发展中的文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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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相矛盾, 因为这一理论没有考虑白话小说、戏剧和文言小说中

发生的实际变化。从十七世纪起, 白话小说和戏剧就融合了以前

仅仅存在于文言诗歌与散文中的许多方面的东西, 感情关系、社

会批判、爱国热情以及表达作者政治立场和个人经验这样一些主

题都被白话文学吸收了。白话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语言媒介, 它

在许多方面被文言所丰富。而且, 小说与戏剧作家本身就是文人,

正如他们的读者和观众也是文人一样。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文

言中篇小说从民间传说中汲取主题,并且也像小说和戏剧那样, 表

达作家个人对社会事件的反应。这样, 文言与白话小说的发展就

显示出某些共同的趋势。如果我们要区分实际文学情况与中国存

在两种截然分开的文学这一儒家神话, 我们就必须详细研究这些

趋势。

晚清时期, 儒家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中的新趋势

的对立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目睹国家悲惨景况并且受到日本明

治维新和现代西方国家启发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 意识到中国业

已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个新时期需要创造一种标准的

文学语言, 一种既能用于写作又能用于口头交际的语言, 需要创

造面向整个民族而不是少数优秀分子的文学。这批知识分子开始

创造并系统阐述一种新的文学观念, 即中国民族文学的观念。

中国民族语言的形成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是两个平行发展

的过程, 两者均始于晚清。在这种历史背景中, 高级文学与通俗

文学之间的关系便获得了全新的性质, 它不再限于两种并存的文

学形式的相互影响。相反, 白话文学却成为一种民族文学, 获得

了新的地位和尊重。因此, 晚清理论家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说和戏

剧是毫不奇怪的, 因为这些文学类型展示的特性与白话文学观念

最为接近, 但是它们受到儒家文学观念的排斥。

主要是刘师培和章炳麟, 积极寻求小说与民族文学遗产的结

合。刘师培在 1905 年写的《论文杂记》中论证说, 古代学者提出

的文学观念并不适用于现代, 值得认真注意的不仅是以文言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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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 而且也有小说 (如《三国演义》、《水浒传》) 和戏剧, 与

儒家学者不同, 当他说“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 则中国自

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的时候, 他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

程中不仅看到变化, 也看到了进步。虽然没有直说, 但章炳麟也

破例地将小说包括在中国文学的框架之内。在 1906年的《文学论

略》中, 他试图将中国文学的各种形式系统分类, 而且十分有趣

的是, 他把小说与历史和官方文献置于同等的地位。①

章炳麟和刘师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们建议采用

民族文学的概念, 从而在理论上打破儒家在“高级”与“低级”文

学之间划分的界线。在一个不同的层次上, 著名儒家文学家王国

维 ( 1877- 1927) 也打破了禁止接触白话文学的障碍。他在 1904

年写了杰出的《红楼梦评论》, 后来又撰写了论宋元戏剧的开创性

著作。然而, 上述学者的兴趣主要仍在过去的小说上面。

系统阐述小说使命的工作当时落到其他晚清小说理论家身

上, 他们之中著名者有严复 ( 1853 - 1921)、夏曾佑 ( 1865 -

1924) 和梁启超 ( 1873- 1929)。在这些理论家们的著作中, 小说

不仅作为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被接受, 而且还被提高为民族文学

的核心和最重要的文学类型。小说获得这样的地位是因为它被认

为是最重要的启蒙力量, 因而也是实际上促成彻底改变中华民族

命运的最重要力量。晚清理论家不无天真地得出结论, 认为小说

在诸如英、美和日本等国的现代化过程中, 起过决定性作用。他

们坚信小说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也会起同样作用。

初看起来, 在改良主义者倡导的小说教育作用与儒家将文学

作为实用主义的和意识形态的工具的作法之间, 似乎没有明显区

别。梁启超在 1902年系统阐述小说的社会作用时, 甚至使用了人

们熟知的说法:“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因为“小说有不可思

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改良主义者确实与儒家共同分享了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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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炳麟 :《文学论略》,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 , 1937) 第 731- 741 页。



的文学观念。然而, 在有关文学的功利作用的问题上, 改良主义

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根据他们的政治立场——保守或激进

——他们关于文学的功利作用的理论与对于传统小说的评价或与

儒家一致 (如梁启超) , 或截然不同 (像夏曾佑)。

我认为, 梁启超对小说理论的富有想象力的和高度创造性的

丰富, 主要是由于他把来自完全不同的传统——与白话小说相联

系的传统——的观念吸收进小说理论。夏志清最近评论说, 在明

代的许多白话短篇小说的序言中, 我们发现对于小说的感情力量

的强调。《古今小说》的序言强调作者有能力讲述“可喜可愕可悲

可涕可歌可舞”的故事, 光绪 ( 1875- 1908) 年间的《今古奇

观》序文说, 书中所收皆属“可悲可喜可歌可愕”的故事。① 这样

的说法一方面强调小说的感情力量, 同时又总是使它从属于小说

的教化作用。这也许来自被通俗化和简单化了的佛教认识论。这

种认识论将认识过程设想成为在很大程度上有感觉和知觉参加的

一系列自觉的经验阶段。实际上, 这种认识观念后来成为一部中

国传统小说《红楼梦》的主题。然而在《红楼梦》中, 感情是以

原先难以想象的力量爆发出来的。

晚清时期常州词派中最富有想象力、最有创新精神的成员之

一、著名词学家况周颐 ( 1859- 1926) , 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理论,

认为审美对象的创造和理解与感情的“沉着”是一致的。戈丽吉

娜 ( K.T .Golygina ) 推测, 况周颐的“沉着”理论来自佛教的认

识论。② 她还指出, 许多晚清的小说理论家注意到, 小说能够创造

一个特殊的精神世界 (境界) , 即读者的感情入迷 ( emot ional, fasci

n at ion ) ; ③ 我也倾向于将晚清小说理论家对于这类问题的注意与

佛教传统联系起来。众所周知, 佛教传统根本关注的东西不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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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同上书 , 第 213 页。

该理论的详细讨论见戈丽吉娜的《理论》, 第 158- 169页。

夏志清 :《新小说的提倡者》, 见《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念》, A dele,

R icket t 编 , 普林斯顿 1978 年 , 第 226 页。



而上学的或神学的, 而是心理学的。

试图系统解释小说的感情力量的梁启超明确指出, 他的许多

思想观念都源于佛教禅宗。梁启超为小说的四种力量下了定义, 这

些力量把读者从对于小说的朦胧不定的理解逐渐导向要摹仿文学

作品主人公的强烈愿望。他把小说的最大力量“提”视为佛教中

一切自化其身之法的最上乘。① 这恰好符合通过小说对读者进行

启蒙的思想, 该种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

晚清小说理论中,既有儒家和佛教的文学美学传统的结合, 又

有来自十九世纪末日本大政时期的综合性质。现在, 与高级文学

相连的和与白话文学相连的两种不同的中国文学传统的诸要素被

结合起来, 并且与外国的相调和。这种综合的小说理论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晚清小说本身的性质。

晚清小说理论曾经极力主张将小说作为民族文学的基本类型

来接受。在中国的批评史上, 这样的主张第一次得到一大批知识

分子的系统发展和接受。晚清理论对小说创作实践的重要性无论

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由于消除了有关小说的陈腐偏见, 并赋予

小说崭新的社会和美学地位, 这种理论为小说创作的空前发展开

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 就有几百部新

的小说问世, 还有更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进来。

应该注意到, 一些创作小说和大多数优秀的翻译小说都是文

言的。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趋势是用方言, 特别是用吴语方言创

作小说。然而, 完全以方言进行小说创作的试验很快就被证明是

不成功的; 而且, 由于采用白话——未来的民族语言——创作的

重要性与日俱增, 文言小说的复兴也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正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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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马立安·高利克 ( M at ian G alik) 曾指出梁

启超理论中外国和佛教的影响 , 具体讨论见她的《论外国思想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

( 1898- 1904)》, 《亚洲与非洲研究》, 2 (布拉迪斯拉发 , 1966) , 第 38- 48页。又见

戈丽吉娜《理论》, 第 210- 216 页。夏志清在《严复与梁启超》一文中提及 , 梁启超

曾采用专门的佛教名词。



话小说赢得了晚清小说的主导地位。

因此, 我们所做的假定, 即晚清小说表现出许多中国现代小

说发展的性质, 基本上是以我们对白话小说艺术特点的分析为基

础的。这种分析是本书最为关心的。现在, 我想概述一下这些成

果。

从小说主题上来说, 所有这此小说描写的都是 1880 年至

1910年的中国。其中绝大部分小说直接涉及这段时期内发生的事

件, 例如 1898 年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外敌入侵和中央集权的

衰落等。这些危机使中国知识分子强烈意识到传统中国的衰落、与

西方痛苦的接触和现代化的必要性; 正是因为小说抓住了这种气

氛。才使读者如痴如狂。而且, 没有任何一位前代小说家像晚清

小说家那样力求忠实地描写他们自己的时代。中国现代小说一反

传统小说的习惯, 不再假说事件发生于过去或发生于非特定的时

间, 而是直言不讳地宣称: 读者所读的就是作家观察到的现实。

晚清小说的地点背景极其多变, 反映出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

中的国家, 它的流动性正在日益增长。我们查看过的小说中只有

一部 (即《老残游记》的地点背景固定在山东一省。在这一点上,

它袭用了传统小说情节通常固定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特定地区的模

式。在其它小说中, 人物自由往来于各省, 观察或参与关系到整

个中国的事件。情节现在经常发生在东部沿海大城市, 特别是上

海, 而不是内地省城。如果我们抛开《西游记》和《镜花缘》中

的神游不论, 那么小说中的场面现在第一次越出了国界。例如, 李

宝嘉的《文明小史》描写了首批中国海外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与

活动; 他的《官场现形记》中有几个情节片断发生在英国; 曾朴

的《孽海花》的主人公, 有名的学者兼出洋公使, 曾远涉重洋, 出

使德俄两国。

晚清小说所描绘的各种社会背景也十分广阔。大小官吏及其

妻妾、军人、商贾买办、失业的知识分子、学生、革命者、无政

府主义者、娼妓、仆役、乞丐, 还有高高在上的洋人, 这些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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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发展中都具有或多或少的重要作用。与传统小说不同, 处在

下层社会的人物在小说中并非仅起陪衬作用, 他们的社会情况也

得到详细描写。(例如,《九尾龟》就详细描写了妓女的生活。) 更

为重要的是, 对于这些社会阶层的描写注重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

系, 这常常与传统的儒家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例如, 作者常将官

场生活与娼妓和窃贼的下层生活联系起来并加以对比 (《老残游

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尾龟》) , 从而

暗示读者, 在敲诈勒索、行贿受贿和尔虞我诈的基础上存在的这

些社会阶层具有基本的相似之处。

最后有必要强调,社会事件并非晚清小说所专注的唯一主题,

因为爱情与感情主题的重要意义也日益增长。这两类主题经常交

织在一起 (《孽海花》、《恨海》和《九尾龟》) , 表现出敏感的个

人的命运与无情的社会压迫力量之间的冲突。

我们可以说, 晚清小说抓住了正在形成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全

部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这种主题变化范围使人想到欧洲

同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 它表明, 晚清小说有作为民族文学的能

力。

晚清小说的叙事形式、手段和风格的惊人的多样性配合了其

主题与背景的广阔性。晚清小说是一个巨大的坩锅, 传统叙事手

段和试验性的革新手段在此熔为一体。

这种情况反映在“小说”一词的广阔外延上。以前小说只包

括轶事、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晚清理论文章中所使用的

“小说”一词则进而包括文言的古代传说、弹词、杂剧和传奇, 甚

至包括西方小说。

传统标准与审美原则的松动是乐于接受外国小说, 甚至想要

在中国小说创作中采用外国小说创作技法的原因。在本书《〈九

命奇冤〉中的时间: 西方影响与本国传统》一文中, 讨论了为什

么只有某些外国小说创作技法能被成功地采用, 而其他技法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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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用、甚或未加考虑的原因。然而, 被试验的创作技法并非仅

仅因为它们来自外国而遭到拒绝。有些小说, 如梁启超的《新中

国未来记》( 1902) 或陈天华的《狮子吼》( 1905) 在艺术上被证

明是失败的, 因为它们的作者未能克服政论文与小说之间的根本

艺术差别, 虽然两位都是杰出的雄辩的论文作家。他们使叙述带

上过多的政治议论, 而几乎没有注意如何将这些议论与情节有机

地结合起来。

其他试验则大大地激发了新的小说创作方法的产生, 从而表

明, 现在是各个作家, 而不是传统规则, 控制并决定着最终的叙

事形式。例如: 我们能够在情节的结构原则方面观察到明显的变

化。《〈孽海花〉的戏剧结构》一文指出, 《孽海花》的情节仍然

是按照传统小说那种典型的宇宙轮回说和佛教的报应说构思的。

然而《晚清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一文表明, 这种传统的情节结

构方式正在被各种情节结构模式所取代。这些情节结构模式将各

种不同的组织形式赋予形形色色的素材。

唐纳德·霍洛克在对《官场现形记》的详细讨论中, 证明了

该书的情节是依照小说中所描写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

系统来安排的。然而, 更为通常的情况是, 小说《老残游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尾龟》的主人公通过从一个社会集团

进入另一个社会集团而逐渐发现这些关系。一般说来, 与儒家伦

理和传统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情节的悲剧性结

尾。主人公与强大的社会力量进行的斗争是不成功的, 他们非败

即亡。只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九尾龟》的主人公, 他虽未功成

名就, 却在幸福的爱情中得到了安慰。《九尾龟》这部小说的双重

结尾及其强烈的感伤主义标志着注重政治的晚清小说的衰退, 预

示着本世纪最初十年感伤与色情小说的流行。

爱情与感伤的主题也有助于另一个重要改变, 这一改变预示

着后来的现代短篇小说的面貌。本书迈克尔·艾格在分析《恨

海》和吴沃尧有计划的“写情小说”时, 论证过这些主题如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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